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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朱卫华

  嘉祥县纸坊镇武翟山北麓的武梁祠发现了
目前最早关于“三皇五帝”的形象记录。可别
小瞧这几幅图像，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还是教科书，只要涉及大禹和黄帝图像，都以
武梁祠为蓝本，它被认定为中国传统文化标志
性图案。
  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武梁祠，是东汉隐居乡间的儒士武梁的家族祠
堂。汉代实行举孝廉制度，行孝突出的人可通
过推荐出仕做官。武氏一家世代为官，是显赫
一方的官宦人家，民间又崇尚“厚葬为德，薄
终为鄙”。建于东汉晚期的武氏家族墓地正是
这种社会风气的产物。
  纵观武氏家族墓地的整体平面布局，首先
看到的是双狮子，后是双阙，然后是神道，通
往祭坛及诸墓。每座墓前是墓碑，其后为祠
堂，最后是坟墓。武梁祠周围至少存在三座武
氏家族成员的祠堂，过去统称为“武家林”，
如今作为文化遗存被定名为：武氏墓群石刻。
  武梁祠，是如何被发现的？清乾隆五十一
年（1786年），运河河官黄易查阅县志时，发
现一段记载：“县南三十里紫云山西，汉太子
墓石享堂三座，久没土中。”黄易好古，尤谙

金石，随即前往。而后推断，石刻并非汉太子
墓，而是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的武氏祠。
  它为何保存如此完整？两宋年间，为抵御
金人，宋人无奈开决黄河大堤，嘉祥黄水泛
滥，以致当年相当精致、完整的石室最终湮没
于地下。黄易发现武氏墓地后，立即组织挖掘
并建房保护，还利用自身影响力，对武梁祠的
价值进行传播，扩大了武梁祠的知名度；晚年
即便是经济拮据，他也没有典当任何一件武梁
祠的文物。今人能够一睹雄伟壮观的武梁祠，
黄易居功至伟。
  一处现存于村镇中的汉代家族祠堂，到底
魅力何在？
  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第一展室（也称阙
室），保存有三个“全国之最”：子母结构的
石质双阙是武氏家族墓群的大门，是目前中国
保存最完整的汉代建筑，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
的活化石，亦有“石质汉书之美誉”，也是现
存唯一一对保存完整的汉代石质子母阙。展室
内的武斑碑与无字碑，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汉
碑之一。而立于石刻群之首的石狮，是中国有
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石狮造型艺术珍品，被誉
为“中华第一狮”。狮子由汉代张骞出使西域
后传入中国，武氏祠内的这对石狮，正是千年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力而古老的见证，
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步入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第二展室，陈列
的武氏祠汉画像石，宏伟壮观，是一部刻在石
头上的“史记”。
  武氏墓群石刻汉画像内容丰富（主要包括
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现实生活三个方面）、
取材广泛，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汉代及其以前
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等。在同一个家族祠堂
里，出土汉画像石之集中、数量之多、雕刻之
精美，在中国唯此一例。其“画像古朴，八分
精妙”，代表了汉代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是
千百年来众多研究者的焦点所在。
  它如一本“历史漫画书”，以荆轲刺秦王图
为例，画像中，荆轲在左，秦王在右。荆轲刺秦王
时，第一下划掉秦王的袖子，画像中此时袖子还
未落下。第二下刺中柱子，画像中此时剑穗还飘
在空中，荆轲怒发冲冠，秦王环柱而走，画像记
录下秦王欲向身后拔剑而未拔出的时刻，既具
有艺术性，又印证了《史记》的记载。
  正因如此，武梁祠丰富的文化内涵，精湛
的雕刻技艺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的旷世精华，
更是全人类不可多得的经典性文化遗产，与同
时期埃及石刻、希腊瓶画一同享誉世界，共同
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璀璨星空。前不久，武氏墓
群石刻博物馆入选山东省十大考古研
学打卡地，值得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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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外卖”
  □ 汪霏霏

  提到外卖，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手机与网络。
其实，外卖这个行业非常古老，早在1000多年前的
宋朝，外卖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生，且蔚为
大观。
  宋朝的外卖叫索唤，宋人曾自豪地说：“市食
点心，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 要是
不想自己做饭，不论春夏秋冬，从早到晚，都可以
叫外卖。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就画有一位
外卖小哥模样的人，穿着围裙，右手拿着筷子，左
手拿着两个食盒，从虹桥边的“脚店”出来，利索
地走在街上，看姿态是刚接了外卖单。
  那当时的外卖，究竟要如何下单，商家做了又
如何配送呢？
  宋朝大街上酒楼饭店不计其数，各家各户为了
争夺客源，除了饭菜一定要好吃，服务也得到位。
有些有钱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并不想自己出门去酒
楼吃饭，便会让自家的下人，带着拟好的菜单，去
指定的酒楼下单。酒楼最喜欢这种身份尊贵又有钱
的客人，当然会来者不拒，这种模式越来越规范，
哪家今天想吃外卖，只管提前把菜单送去，等到了
中午或者晚上饭点，酒楼便会安排人送菜上门。
  随着普遍程度的提高，外卖业自然就应运而
生。酒楼为了揽客，还派人去一些听戏听曲的地方
推销，主动挨个上前询问饿不饿，是否需要外卖点
餐服务。外卖员只需要记录客人的姓名、位置、所
需餐食，几个人多的地方跑一圈后，看着饭菜数量
差不多了，就赶紧返回酒楼帮客人下单。其细致程
度绝不亚于现在。比方说，为了让客人吃到热腾腾
美味的饭菜，酒楼发明了一种保温餐具叫“温
盘”，最里面那一层用来盛菜，外面有一层放入热
水用于保温，这样不至于下人把菜拿回家，饭菜都
凉透了。这种派送的餐具是回收使用的，非常环
保，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中就有多件“温盘”的
文物展示。
  北宋末年首都汴梁，有位宋五嫂开着一家鱼羹
店。靖康之变后，她和其他很多汴梁人一样南下逃
难，最终在临安落脚，继续以售卖鱼羹为生。她把
店开在西湖边上，宋高宗赵构坐船游览西湖，就曾
点过她家外卖，宋五嫂亲自送到船上。鱼羹经过高
宗“御赏”，一下变成了当时的“网红美食”，人
们奔走相告，宋五嫂因此成为富豪，“钱塘门外宋
五嫂鱼羹”也成为当时杭州的餐饮名店。元人张雨
的《西湖竹枝词》：“光尧内禅罢言兵，几番御舟
湖上行。东家邻舍宋大嫂，就船犹得进鱼羹”，说
的正是这个典故。
  像宋五嫂一样从汴梁来到临安，在史料上留下
名字的还有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
巴、李婆婆杂菜羹、贺四酪面店，事实上，南宋临
安的大部分餐饮名店，都是汴梁旧人所开设，如
《都城纪胜》所称“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
张”。淳熙五年（1178 年）二月，宋孝宗赵昚去
德寿宫探望已经退位做太上皇十多年的赵构，赵构
点名叫了李婆婆杂菜羹、贺四酪面、脏三猪胰胡
饼、戈家甜食等外卖，品尝后非常满意，说：“此
皆京师旧人，各厚赐之。”
  当时皇帝要钱要物，称之为“宣索”或“宣
唤”，因此皇帝叫外卖就有特别的名字“宣索市
食”或“宣唤买市”。宋高宗经常从市井叫外卖，
使得各家餐厅更加重视餐饮品质，不敢苟且草率，
无形中提升了临安餐饮的整体质量，这也算是为中
国餐饮事业做出了一丝贡献吧。除了前面提到的美
食，当时临安孝仁坊口的水晶红白烧酒，瑜石车子
卖糖糜乳糕浇等食物，也都曾被宣唤。宋孝宗“宣
唤”过的市井美食，见于记载的有李婆婆杂菜羹、
南瓦子张家团子。帝王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当时权
贵大臣、富裕人家叫外卖的情形就更加普遍了。被
帝王点名“宣唤”过的店铺自然深以为荣，会在店
铺门口醒目处挂上写着“曾经宣唤”的招旗。
  宋朝人点餐饮外卖已经够先进的了，但你敢相
信，宋朝也可以外卖点药？医馆药房的外卖服务，
只要病人提供药方，并说明用药时间和病人的住
址，药房抓完药可以在自己店里为客人熬药。熬好
之后再用保温容器给病人送到家，这种服务在宋朝
很受欢迎。
  宋朝还有送热水的外卖，这也令人意想不到，
就是普普通通烧好的热水，有些比较懒的家庭，不
想一大早起来烧热水，就会直接下单，第二天就有
人专门送热水上门，简直不要太方便了。除了这
些，还有送花上门的，宋朝人喜欢插花，一些女眷
在家没事干，就买一些鲜花让人送过来，定期在家
里搞插花，很有闲情雅致。还有上门定制衣服的，
亲自带着布料上门，量体裁衣，做好了再派人亲自
送上门来，这都算是“外卖”。
  那么，宋朝又是怎么招收外卖员的呢？大户人
家叫外卖，大抵都由私家仆人出面；普通人家则可
以提前差遣专人前去购买。当时这种专门负责点餐
送餐的外卖小哥称作“闲汉”，他们工作认真、服
务周到，会风雨无阻送餐上门。此外，旅店的店小
二，也可以为住客提供即时的跑腿服务。因此每到
餐点，就有很多手提美食的人在坊间穿梭。甚至可
以足不出户隔窗索唤，因为每到餐点众多流动食贩
沿街叫卖熟食，有鹅、熟羊、鸡鸭、羊血、灌肺等
快餐，“就门供卖，可以应仓卒之需”。只要打开
窗户，吊个放着外卖钱的小竹筐下去，就能把满满
一筐外卖提上楼。
  在宋朝，城市人口以及市民阶层持续增多和扩
大，形成了很强劲的消费群体，让消费市场变得繁
荣起来，所以外卖发端于宋朝，这和宋朝经济发达
息息相关。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三皇五帝”，来自嘉祥一座祠堂

恬熙意象，令人神往

　　《蒿庵闲话》书稿成于康熙九年
（1670 年），是张尔岐笔录读书所得，也
有议论考据之作。虽然有些考据和观点被
同时期著名学者顾炎武所称道，但毕竟是
一部学术笔记，加之作者并无显赫功名，
影响不是很大。在该书中，张尔岐摆出历
史：“泰山高四十里，其说本之《汉官
仪》云，自下至古封禅处四十里。郭璞书
又云，从山下至顶四十八里三百步。”
  张尔岐由此展开，山东按察司张五典
对泰山高四十里的说法不大信服。张五典
在山东任职期间，多次赴泰山考察。为测
出泰山实际高度及里程，张五典精心制定
测量方案。他用刻有尺寸的1丈长竖竿，端
置一铁环，再用1丈长的横竿，在中间置一
铁环。把绳子系在横竿环上，再穿在竖竿
环中，牵动绳子，可使横竿上下而不失平
衡。在竖竿所立的地方，看横竿所至的地
方，以5尺为1步，测量远近。若在平地，
横竿便两端着地；若遇斜坡，横竿便前端
着地，后端悬空，由竖竿刻度可知悬空尺
寸，测出高度。再用记录簿，每页画360 个
方格，每量 1 步，则填 1 格，遇平地填
“平”字，遇斜坡就注明高度，每填满 1
页，合1里路程，填写页数即为泰山里程，
累计高度即为泰山高度。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张五典
曾派员到泰山实测，从山下至绝顶，设
4300 多个测点，最后得出结果：泰山里程
“实一十四里八十余步”，高度“三百六
十八丈三尺四寸”。按当下的数字估算，
当时泰山玉皇顶与泰安城区的相对高度差
约1215 米，用现代科学方法测出的相对高
度差约1400 米。在明末，当时人们对泰山
里程和高度的测算，数据与现在都较为
接近。
  张尔岐由此感叹：“过去人们常说泰
山有四十余里长，但实际上这种说法究竟
依据什么来定呢？由此推断，世间有许多
不可完全相信的说法，情况大抵如此。测
量山脉的方法，在世上也有使用标杆影子
和勾股定理进行累积计算的，但都不如实
际测量那样准确可靠。
千百年来人们的主观臆
测导致的错误认知，一
旦被纠正，确实是
一件令人畅快的事

情，而且那种宁静美好的景象，更
加让人神往。”
  张尔岐“其一时恬熙意象，更

令人神往”的感悟，既有对
过去不准确描述的怀疑，也
有对实证重要性的强调。在

他生活的年代，面对朝代更替、西学东渐
的社会现实，山东的士大夫阶层中兴起了
一股实学思潮。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的山东士人虽推
崇西洋历法，但对西学采取的是一种实用
的态度，并非一味盲从，尤其是对西方传
教士传播的天主教更是缺少兴趣。
  张尔岐对西洋历法重实测的方法给予
了充分肯定，反对当时朝廷中以杨光先为
代表的保守派士人对西学全盘否定的态
度，主张采用对国计民生有用的西学。同
时，他又坚决反对西方宗教的输入，以为
西方“历象器算，是其所长，君子固当节
取；若以道术，吾自守家法可耳”。当
时，很多像张尔岐这样深受儒学熏陶的山
东士人，他们对西学采取了一种欣然接受
的态度，但重在对西学实用价值的追求，
这与南方某些士人热衷西学并不惜改信天
主教有明显差异。

欲倡正学于天下

  清初山东士人重视实学研究，主张经
世致用，出现了像张尔岐这样的经学大师
以及大批经学、史学和方志著作。张尔岐
被称为“山左第一大儒”，他用三十年时
间研究《仪礼》，完成《仪礼郑注句读》
十七卷，使宋代以后几成绝学的《仪礼》
发扬光大。
　　张尔岐钻研经学并非仅为了研究古人
著作，而是“深于汉儒之经而不沿训诂，
邃于宋儒之礼而不袭语录”，是“欲倡正
学于天下”。他提出士人治经研礼，首先
要探究古人苦心著述本旨，从古人所著
《仪礼》等书包含着的自然秩序、人伦纲
常、典章制度、言行举止、风俗民情等内
容中，找出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模式，匡
正明末以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空疏学风的
泛滥。
　　完成《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张尔岐
耗时近三十年。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
《仪礼》及郑玄的注释进行了详尽的句读
和阐释，使原本晦涩难懂的古文变得易于
理解，为后人学习《仪礼》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这部著作还考证校订了监本和唐
《石经》中的脱漏之处与错误，补充内
容、改正错误多达数百处，为后世学者在
古籍整理和考证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顾炎武评价该书“根本先儒，立言简
当”。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尔岐临终之
前犹念念不忘：“《仪礼》欠一净本，若
于一二年内能为之，吾无所憾”。如此执
着精神，实在令人感佩。该书于乾隆八年
济阳高廷枢刊刻行世，后被收入《四库全
书》，自此产生广泛影响，整个清代的
《十三经读本》中《仪礼》部分大都采用
张尔岐之说。
　　张尔岐对后世的礼学研
究影响极大。2024年
底，浙江大学古籍
研究所终身教授、

当代著名经学家沈文倬所著《沈文倬批注
仪礼郑注句读》出版，沈文倬对张尔岐的
文本进行多维度的解读。

尽吾力之所可至

　　回望历史，张尔岐试图以理学精神正
人心，矫学风，易风俗，重新建立程朱在
学术界的权威。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尔岐
与同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诸
多观点上有“不约而同”之处。
　　在张尔岐之前两千多年，大思想家荀
况谈论过“天”“人”关系。荀子把
“天”描绘成压在人们头上的一口大锅，
宣扬“天道不可知”“人不可与天争”。
他说，人们要明确“天人之分”，即天有
天职，人对此无能为力。与此论点相比，
张尔岐的论点明显进步很多。
　　张尔岐从驳“天道不可知”开始，指
出“天道不可知”的论者是一些具有颓废
人生观的人，他们嫌“天道”不公，善恶
祸福都不应验，所以他们说“天无道”。
张尔岐认为这样理解会“哀君子之心，作
小人之气”。他认为有必要从社会道德的
需要出发，把问题提到哲学层面予以
谈论。
　　对此，张尔岐的切入点是“天人相
及”。荀况虽然也谈“天人之分”，但张
尔岐首先给问题定下唯物基调，说天、人
之相及，是以气。什么是“气”？就是运
动中的物质。他说“天”以其气寄于人，
而出现了“质”，质立而兴起了“事”，
事的衍变就成了“势”。
　　非常凑巧，王夫之也非常喜欢讲
“势”，他说“势”字“精微”。张尔岐
说，人世间的善恶祸福，处处都与“势”
相关。具体说，就是天以“气”授人，人
接受了这种“气”就成为“命”。气有清
浊、长短、多少，命也就有屈伸。王夫之
说“化在天，受在人”，天不停地授命于
人，人不停地受命于天，王夫之把这叫
“凝命”。
　　经张、王这么一讲，神秘的东西物质
化了，死的、机械的东西活灵活现了。张
尔岐更进一步说，事积起来成为势，但不
是千篇一律的，要看所积的“分”，包括
数量和质量，积至其分则势成，势成则天
道应。所以，关键在人的“自致”，或
“尽吾力之所可至”。用现代哲学的词汇
表达，量变与质变的转化决定是否势成。
　　如此一来，人们的主动性得到大大提
升。张尔岐告诉人们，“天命”不是预先
定好的，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可以争取
的，天命是可以人为调整的。这种思想自
然而然导向乐观和积极的人生。
　　在张尔岐、薛凤祚、李焕章等士人倡
导下，清初山东士人研究经史、撰写志书
者众多，一时形成一种治学热潮。尤其是
薛凤祚、张尔岐、李焕章等山东士人力邀
著名实学大师顾炎武加入山东官府组织的
《山东通志》撰写队伍中，并在很短时间
内完成了这部现实性很强的力作，成为清
初山东学界的一件盛事。
　　这些人大都追求科学，主张研究学术
为现实服务，但又表现出含蓄、慎重、不

激不亢的姿态，展示出社会大变革时
代孔孟故里士人们的典型风格。然
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尤其是科学

知识传播和技术发展的限制，这
些“节取西学”“自守家法”的
种种努力未能引发更大规模的社

会变革或科技革命，但张
尔岐等人倡导的思想解放
和追寻科学的精神，激励
着后来人勇于质疑传统、
开拓创新。

  □ 本报记者 卢昱

　　“青春没有售价、泰山就在脚下”

“人这一生总要来一次泰山”“泰山大

舞台、有梦你就来”……这些爆火的网

梗显示古老的泰山已成为青春打卡网红

地标。

　　泰山见证并记录着生生不息的中华

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象

征，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缩影。而由泰

山生发的诸多概念，也在潜移默化中赓

续。在明末清初的济阳籍学者张尔岐所

著《蒿庵闲话》中，特别提到如何测量

泰山的高度。当时，面对朝代更替、西

学东渐的社会现实，张尔岐给出自己的

种种思索。

给给
泰泰
山山
量量
﹃﹃
身身
高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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